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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与破局：大学学术制度构建中学术自由的边界

刘　晖　张甜甜　张艳芳

一、问题提出

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学术作为大学的立根

之本与活力之源，其制度构建是现代大学制度构建

中的重要一环。学术自由作为一种古老的学术价值

观，是学术制度的核心，其实现也有赖于学术制度

的建构[1]。我国大学学术生产力在国际上表现愈发

卓越的同时，学术失范常态化、学术研究功利化、学

术产出泡沫化等问题也凸显出来。2017年8月，河北

科技大学韩春雨团队涉嫌实验数据造假，撤回发表

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上的论文；2018年11月，南

方医科大学贺建奎团队透露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

因编辑婴儿将在中国诞生；2019年11月，首都医科大

学校长饶毅实名举报包括前同济大学校长裴钢院

士在内的3位知名专家“学术不端”，引起了“学术

界地震”；2021年初，饶毅再一次实名举报裴钢“学

术造假”……凡此种种学术乱象让我们不得不重新

审视大学学术制度构建中学术自由的边界问题。

我国大学制度之规制与自由的矛盾比较紧张，

产生了一些严重的消极后果，导致制度对学术行为

的规范失灵，对学术创新的激励失效[2]。学术“太自

由”与学术“不自由”同时并存，构成大学学术制度

构建中的张力冲突，破坏学术生态秩序，压制学术

活力，制约大学更高质量地发展，这些问题无不考

验着现代大学的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本文既是基

于学术自由之边界的理论思考，也是大学学术制度

优化的实践探索：运用概念史方法呈现学术自由发

展全貌及现代化转向过程，分析学术自由边界困境

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基础，反思现代大学在实现学术

自由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最后回归到大学学术制

度优化，以期实现学术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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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自由的理论基础

现代化进程中，大学不得不面对与政治正确、

伦理道德、社会服务、经费资助、产学关系等变化相

伴随的权利与责任的变化，无论是自中世纪以来由

教会、世俗皇权通过特赦令确立的大学自治传统，

还是自柏林大学确立的学术自由原则，抑或是以美

国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用法律形式保障的学术自由权

利，如今都遇到了挑战甚至危机，因此现代大学制

度框架中学术自由的内涵与边界也需要重新厘定。

立足学术自由的概念史，梳理学术自由在大学的起

源与嬗变，呈现现代语境下学术自由的全貌，同时

运用马克斯·韦伯理性理论分析不同面向、不同属

性的学术自由冲突，为研究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

学理依据。

（一）学术自由的概念史

对大学学术制度发展变迁的理解，离不开对作

为“弃之则无法经验”的重要概念的挖掘。伴随着

大学发展，学术自由的内涵与维护方式都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学界将学术自由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历

史阶段：前大学时代、中世纪大学时代、古典大学时

代、现代大学时代[3]。作为最古老的自由共同体的前

大学时代，学术自由尚停留在思想层面，以辩论为

主要表现形式，人们依靠内心的精神信仰与价值信

念来对抗无知、捍卫自由。到了中世纪，罗马法中的

自治传统与基督教的神学控制促成了学术自由“外

松内紧”的特点：一方面，根深蒂固的罗马法自治思

想推动着大学与教会、王权作斗争，争取外在的团

体组织自治权；另一方面，教会神学加强对大学的

内部控制，从学科之间的等级关系到学科内容，建

立严格的宗教审查制度，中世纪的学术自由更多地

表现为大学外部自治。到了以德国为代表的古典大

学时代，中世纪通过“特赦令”争取的大学外部自

治传统以宪法形式权利化，开启了法律保障学术自

由的先河。以此为开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大学

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实现了学术自由保护的高度法

制化。

（二）学术自由转向的理论分析

社会学三大奠基者之一的马克斯·韦伯从“手

段—目的”角度将理性分解为“工具理性”与“价值

理性”，建构了对社会行为、社会现象进行解释的

理论模型。价值理性关注行为本身的价值标准与立

场，工具理性把实现目标的手段及其效用作为考量

重心[4](P57)。对于当代社会而言，工具理性比价值理

性具有更强的正当性和生命力，因为在达成既定目

标的有效性方面，工具理性较价值理性相比有更高

的效率，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逻辑与需要。两种

理性在当代社会不断博弈的结果就是，代表着效率

的工具理性逐渐取代价值理性占据社会主导地位。

韦伯看到了工具理性在社会“祛魅”过程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也反思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排斥甚至完

全取代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铜墙铁壁的时代，个

人似乎无法去面对庞大的机器——不管是国家机

器，或是经济系统等充分理性化的组织，个人在其

中只是小螺丝钉的地位。”[4](P183)

韦伯关于社会的理性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大

学的发展。大学现代化实际上是工具理性向社会各

个领域全面渗透而价值理性不断萎缩的过程，大学

中对学术自由的保护也由依靠信仰、精神等价值理

性模式发展成为依靠制度的工具理性模式。早在古

希腊前大学时代，学术自由作为个人面向的价值追

求，侧重以精神为核心的内在属性；中世纪大学时

代后，学术自由作为机构的自治目标，侧重以制度为

核心的外在属性。学术自由在大学的发展中实现了从

“个体”到“机构”、从“理念”到“制度”的概念转

向。诚然，从实效性、功能性的维度考量大学学术

制度的工具理性价值，有利于提高组织的运转效率

与管理效能。但是，正如韦伯的预测，在社会日益碎

片化、功利化的大环境中，个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在理性化进程中会被忽视甚至被抑制。最自由的大

学不一定是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大学一定是最自由

的大学[5]。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反思现代大学现代

化进程中学术制度如何才能消解机械化、功利化对

学术自由的支配，把大学从“现代的铁笼”中解救出

来，释放个体的学术自由空间。

三、反思：学术自由边界的困局

正如美国学者史蒂文斯所言：“学术自由有两条

不同的主线，即个人的和团体的。”[6]个体自由与机

构自治的逻辑张力催生了学术自由边界在实践中的

困局：机构对个体自由缺乏有力约束机制，导致“学

困局与破局：大学学术制度构建中学术自由的边界教 育 前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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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失范”丛生；机构自治对作为个体的自由挤占甚至

僭越，导致学术创新不足。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

斯提出了“制度如何思考”的问题，启发人们对制

度的运行逻辑进行探究和思考。因此，从制度层面

反思学术“太自由”与学术“不自由”的困境之源十

分重要。

（一）学术“太自由”：制度泛化下的“我行我素”

从机构层面来看，学术“太自由”是指学术制度

在规范个体行为过程中因内容泛化与学术研究情

境复杂性的张力冲突产生了制度失灵效应；对个体

层面而言，学术“太自由”是指学术制度建构中学者

“我行我素”的学术失范行为。学术失范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包括学

术规范失范和学术伦理失范。从学者讨论的内容

来看，学术规范主要包括直接与学术活动相关的引

言、注释、程序规范以及非直接学术活动规范，如

成果发表、出版等，涉及对剽窃、抄袭、伪造等学术

不端行为的认定等与文风、学风有关的话题。学术

伦理主要针对研究对象、方法、研究本身产生的外

部影响等进行伦理考量，涉及“何为学术人”“学术

人该何为”等话题[7]。无论是学术规范失范还是学

术伦理失范，都违背了求真求善的学术精神，污染

了学术自由的土壤，逾越了学术自由的底线。需要反

思的是，大批被撤稿的学者为何甘愿承担着被指控

“学术不端”污名的风险也要冒险一搏？“基因编

辑婴儿”的研究为何从开始研发到最后问世能一路

绿灯？大学学术制度在学术失范规制方面存在哪些

不足？具体来看有以下两个方面：

1.学术法律制度供给不足，治理效能未有效

释放。洛克提出，“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

由”[8]。良好的法治环境有利于设定个体学术自由

的限度，同时也是构建大学学术制度的内在要求，

如何调整学术子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成

为现代大学治理的重点与难点问题[9]。我国教育立

法最早可追溯至北洋政府时期颁布的《大学令》，

教育法治模式经历了由规范性文件主导、法律法规

补充，法律法规主导、规范性文件补充到如今的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共治三个阶段，大量的规范性

文件与法律法规共存共治是我国现代大学治理的

特色之一。从现有学术法律体系的规范效力来看，

主要是教育部、科技部等行政监管部门出台的法

规、专项文件，未见有法律层面的专门学术立法，

效力层级较低，强制性与约束力不足；从规范内容

来看，大多从宏观层面提出了较为泛化的原则性保

障，对学术失范行为的构成、责任认定、法律后果

都未见有可操作性的规定，研究人员无法清晰预见

学术失范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规范执行来看，对学

术不端处理过程的针对性与指导性不强，例如对于

“图片误用”等隐形学术失范行为的认定泛化甚至

缺失，导致执行力度不足。

2.学术伦理制度泛化，学术自由边界模糊。当

今社会的大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伦理问题

普遍、客观存在，困扰着科学研究，使学术活动陷

入“可”与“不可”、“为”与“不为”的边界困境。

2018年南方医科大学“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或者更

早一些时候发生的“黄金大米”等生命科学领域的

研究项目并不直接侵犯人身或者财产权，涉及的主

要是生命尊严、被测对象知情权等伦理问题，是否

能以维护人类伦理或者生命尊严为由对此类学术自

由进行限制？如果可以予以限制，应该交由国家规

制还是交由学术共同体自主裁量？制度伦理泛化会

导致学术研究的无边界，滋生研究者“我行我素”

的学术作风。对于纷繁复杂的学术伦理问题，单靠

个体的努力未必能有效应对，大学有义务建立完备

的伦理审查制度，设立专业的机构在事前进行提

醒、评估和把关。这方面，生物医学领域普遍设立

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提供了较好的参照。

（二）学术“不自由”：制度工具化下的“身不由己”

从机构层面来看，学术“不自由”是指学术制度

建构中以学术成果同质化、学术产出泡沫化为表现

形式的“天花板”困境；从个体层面来看，学术“不

自由”是指在制度编织的精密网格中，在被数字控

制的“单向度”生活中，学者被工具理性遮蔽，片面

追求研究成果的数量与速度，陷入了专业生活“身

不由己”的“不自由”状态。不可否认，中国大学学

术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表现越来越突出，但学术创

新力不足[10]。现代大学的学术表现在由“量的积累”

向“质的飞跃”迈进过程中，有哪些挤占学术自由空

间的制度性因素？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学术制度成为行政管理的工具，行政逻辑束

缚学术活力。在世界大学排名文化的影响下，在政

绩观的驱动下，政府常常将学术生产作为可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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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绩”，将课题指南、重点学科、专业设置、学者

“帽子”等资源视为管理与提升大学的手段，学术

研究的内在逻辑被国家治理的工具逻辑所取代。同

时，政府各层级、各部门通过文件形式全方位指导

大学各项工作，在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模式下大学

的治理效能不高，改革与发展的延续性受到影响，

精细化管理侵蚀学术活力[11]。试想，在政府的行政

治理逻辑下，在精密的制度监管下，大学如何滋养

创新土壤，如何凝练研究问题，学术原创性何以实

现？如学者董驹翔就认为，“中国为稻粱谋的学术

体制，必然产生一大批学术工匠，大师产生的可能

性微乎其微”[12]。

2.学术制度被过度量化，学术内生动力不足。在

强权干预转变为办学资源利益“诱致”的府学关系

下，大学运用数字化的制度手段评价教师的学术活

动。学术界热议的“五唯”现象本质是通过数量统

治对学术过度谋划，但学术属于思想范畴，思想意

味着托付和献身，它不能忍受计算思维的审视[13]。

因此，过度量化的学术指标并不能激发学者内在的

创造兴趣，它撩起的是学者的功利心。研究取向功

利化的过程中，学者的科研节奏加快，急功近利地

追求论文、课题、获奖的数量，对“效率”“功用”

的考量取代了对学术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关怀，学

术作为一种原始的“天职”日渐被理性设计的“制

度”“计算”所腐蚀与排斥，学术自由受学术制度钳

制加重，学术内生动力不足。正如拉塞尔在《最后

的知识分子》中尖锐指出的，知识分子在进入大学

校园后，学术论文是学者进入学术领域所必需的资

格证书，在以后的学术生活中，有关著作出版、论文

发表、职位职称评聘、同行评价等条条框框成为决

定他们研究活动的指挥棒，这些或隐或显的制度和

规则大大限制了学者们的独立人格和学术自由[14]。

虽然“破五唯”政策越来越受重视，但“理性化”进

程中大学的学术评价机制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

仍会有新的学术要求、职称压力、绩效考核禁锢学

者，遮蔽学术内生动力，使他们“身不由己”。而学者

这种身份的“不自由”是学术一直都无法实现从“量

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跨越的根本原因。大学发展

到今天，有着功利主义的一面，但是大学应当与社

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仅仅以一时的利益得失评价

学术的价值。只有改变传统的学者身份评价模式，

把学者从各种学术指标、职称、头衔、获奖、绩效等

身份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激发学者的学术动力，

才能重燃学者对学术的热爱，实现学术内生式发展

模式。

四、破局：优化大学学术制度，厘清学术
自由边界

在工具理性僭越甚至取代价值理性的行进路

上，我们不是要回到学术自由肇始的原生态时期，

也不是要呼吁学术去职业化、去专业化、去体制

化，而是希冀在这个过程中保留相对自主的学术自

由。矛盾的焦点在于，即使是对传统学术自由价值

的保留，也只有通过制度建构才能实现。学术规范

的恪守根植于学术共同体的自律文化，学术繁荣的

实现依赖于学者内在的研究冲动与热情，这是学术

制度构建的内在逻辑。在学术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构

建合理的学术制度以应对和防范工具理性可能带

来的非理性风险，不仅仅是当代学者的救赎之途，

也是现代大学的自我升华之路。下文笔者将从理论

与实践向度为大学学术制度之优化提出几点意见

与建议，力求破解学术自由在大学学术制度构建过

程中学术失范丛生与学术创新不足的边界困局。

（一）制度优化的理论向度

凡勃伦将行为分为两种类型，即生产性行为与

礼仪性行为。布什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制度价值结构

二分法——以“效能”为逻辑的工具价值系统和以

“充分理由”为逻辑的仪式价值系统，他认为仪式

价值系统在制度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15]。制度并不

是完全中立的结构体系，在其技术性框架的“装置”

中渗透着价值元素。布什关于制度价值结构的二分

法与韦伯关于理性的二元分类呈现了现代社会发展

进程中的两种不同治理逻辑与路径。在此基础上，

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实践，结合文化在我国

大学学术制度建构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笔者拟从价

值（伦理）、文化、工具三个向度出发优化乃至重构

大学学术制度。需要说明的是，每一个向度并非孤

立地考量，一次制度变革或者制度建设应以工具理

性的实现、价值理性的建构、学术文化的嵌入为共

同目标。

1.制度的伦理取向与个人的价值理性融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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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制度之善。传统的教育社会学认为，教育制度

在与人的互动过程中，“成了一种个人必须无条件接

受的外部框架，而且认为这种框架本身至少在现实

情况下是最接近于客观公正的”[16]。这样的解读将

人作为被制度束缚的奴隶，忽视了制度与人的辩证

关系。与之走向完全相反的对立面，布什的制度设

计则强调价值结构对制度变迁的支配作用。我国学

术制度更多关注其工具价值，或者说制度的工具理

性，至于该制度对于学科专业特质是否适切，评价

是否符合学者的个性与学术生活实际等伦理向度

却未予以充分关注和考虑，导致制度价值维度或者

伦理维度缺失，人的价值理性被忽视，制度之善难

以保证。伦理向度与工具向度是制度结构中的两个

核心问题，两个向度的相互缠结共同决定了制度建

构的可行空间，不可能一味要求人们在缺乏正义的

制度下独善其身，也不可能让他们坐等制度的成熟

完善而懈怠了作为主体人的道德努力。学术自由不

仅体现在免于外在干预上，更体现在内在的学术自

觉[17]，而内在自觉的培育需要制度与人的共同努力。

因此，制度之善需要考虑人的主体价值，也需要人

的价值理性成就。

2.制度的文化取向与学术共同体的境遇融合，

以展现制度之柔。学术制度设计在于形成一种学术

文化与制度文化，从而积淀于学者的文化心理结构

中，使之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这也符合

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学者作为组织中的一员，与

大学文化的不解之缘可以用“集体记忆”加以解释。

“集体记忆”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

提出的概念，是指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统一

性的群体对过去文化的记忆[18]。“知识分子”这一

概念勾勒出大学教师关于学者文化的集体记忆。传

统的“知识分子”承载着发现、传播思想与知识的

使命，是高深学问的代言人，是大学文化的承载者、

传承者与创造者。这种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历史持续

性记忆和想象无疑是一笔虽未必持久却十分可贵

的文化资源，但在市场经济文化和科层制管理文化

影响下，曾经行无定踪甚至居无定所的一代代知识

人有了栖身之所，成为学术机构中的学者、专家，以

并不自由之身探索自由之学问。从知识分子到学术

的职业化，知识分子失去了思想的独立与普世的价

值关怀，与其原生态的精神内核渐行渐远[19]。如何

承接、延续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记忆是大学学

术制度优化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3.制度的工具取向与组织的治理效能融合，以

展现制度之刚。布什的制度二分法理论过度强调价

值理性的重要性，淡化了制度的工具理性在制度变

迁中的积极作用，甚至将两种因素割裂乃至对立。

具体来谈，作为社会的组织机构，大学始终处在内

外交互关系的网状结构中，外部不可能完全摆脱政

府、社会的监督，内部肩负着组织管理职能，无论是

外部行政逻辑，还是内部组织管理逻辑，都以“制

度”“规则”为手段，以“效率”为目标，通过约束

组织成员的行为保障组织的有效运转。在社会理性

化、秩序化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下，行政权力与学

术权力的冲突不仅仅是刚与柔的较量，学术权力的

正当性还来源于公平的评价标准、公开的评价程序

与规范的手段，来源于内在公正的学术认可和资源

分配机制。因此，规范性的制度安排成为必要，也

是组织治理效能得以释放的前提与基础。

（二）制度建设的实践向度

1.基于伦理取向，实现制度之善。大学需要建

构何种学术制度让学者个体的学术行为既是自然

的专业生活状态，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学术活动？学

术创新与繁荣离不开学者内在的兴趣与热情，只有

自由、宽容、民主的学术环境才能激发学者的内在

研究冲动。因此，基于制度的伦理向度，从学者的实

际需要出发，现代大学应为学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

的学术生态，而良好的学术生态需要破除权威、权

力、功利对学术的腐蚀，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就是要

重新审视国家、大学、学者三方在学术资源分配上

的话语权，反思制约学术创新发展的制度因素。首

先，反思被过度强化的以绩效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经

费配备体制，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非竞

争性科研经费；其次，反思现代教师聘任政策，重

构教师在学术自由权利体系中的重要话语。只有改

变传统的学者身份评价模式，把学者从各种学术指

标、职称、头衔、奖项等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激发

学者的学术动力，重燃其对学术的热爱，实现学术

内生式发展模式。我国不少高校参照美国的做法引

入了“预聘-长聘”制度，但如何让它更好地植根本

土，仍需不断改进与完善。美国成立专门机构（美国

教授联合会AAUP），将维护学术自由作为使命，积



45 >>>

极处理学术自由纠纷，监督学术不端行为并且建立

以“大学教师终身教职”（Tenure track）、“黑名

单”为特色的学术自由保障机制。美国的大学教师

终身教职制度破除了权威、身份等因素对学术研究

的束缚，是大学学术制度中平衡学术自由与学术规

范的有效设计，有利于激发学者个体的学术内生动

力[20]。在现行“破五唯”的背景下，如何在制度移植

过程中对“预聘-长聘”机制进行本土化再造，降低

制度异化产生的负面效应，既是我国学术制度建设

的难点问题，也是实现学术内生力的关键所在。

2.基于文化取向，实现制度之柔。大学学术制

度应当如何回应学者群体的文化记忆？是忘却作为

过去的记忆，彻底接纳现实，还是在对记忆的保存

中，实现一种新的重构？从制度层面分析，尽管大学

学者没有脱离知识代言人的身份，但在市场与行政

逻辑驱动下，大学进行人事聘任制度改革，大学教

师职业与其他职业的边界日益模糊，知识分子已经

沦为“被雇佣者”。市场与行政文化虽然不至于完全

解构大学教师群体关于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但它

是导致大学制度文化发生“支出-收益”转向的关

键因素。这种新的因素，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制度中，

都与传统的“知识分子角色”难以耦合或者耦合不

良[21]。以学术价值观、学术使命感、学术责任感等为

基石的“知识分子角色”共识因文化目标与社会制

度的不匹配造成了制度文化的断裂，滋生无序的学

术生态。如何让学术规范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并内化

于学者个体意识中，而不被看作是一种难以达到的

强制性命令？国外的宣誓文化、荣誉文化是最好的

例证。大学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前者

具有组织性、强制性、规范性，而后者在组织文化中

自然习得。这种非制度文化，通过约束人们行为使

其获得解放，这个过程的转化以主体的文化认同为

基础。以美国佛吉尼亚大学的宣誓制度为例，每个

学生入校伊始都应庄严宣誓决不背叛学校的荣誉

体系，这种文化传统通过非强制性方式在学校中凝

集并代代相传。制度只有在与文化有机耦合的情况

下才能发挥制度效能，激发学者的内在自律机制。

因此，制度重构中应在形成关于“知识分子”共同想

象的文化基础上，实现自上而下的制度型构与自下

而上的文化建构的相对一致性，以文化之“柔”克

制度之“刚”。

3.基于工具取向，实现制度之刚。个体学术活

动自主对机构硬性规范的抗拒并不意味着学术活

动无需遵循规范性的制度安排，刚性的学术制度规

范是其他向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没有硬约束的边界

与规范，学术自由无从谈起[22]。学术失范治理不仅

需从非正式性、非强制性的伦理与文化向度培育良

好的研究环境，还需要发挥制度的刚性保障功能。

对于学术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当务之急是从制度

漏洞出发，实现制度在学术失范等“我行我素”行

为上的刚性约束作用——从形式上将规范性文件

分类整合后上升至国家法律层面，保障学术规范的

权威性，以期更好地指导学术活动；从内容上对不

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学术失范分类界定、分层惩戒，

提高学术责任的预见性与科学性，避免行为的任意

性，确保裁判结果公允；从后果上对学术不端实现

“一票否决”制，消除侥幸心理，加大惩罚力度。对

于学术制度工具化的问题，应建立基于学术实力的

学术认可机制，并以此为依据分配学术资源。在这

个过程中，同行评议制度是贯穿于学术期刊制度、

学术奖励制度、学术资助制度、学术晋升制度等的

关键环节，同行评议制度中学术权力的滥用会对学

术共同体的精神与文化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发

挥制度的刚性功能，规范同行评议制度，避免人情、

学缘结构、政治等非学术因素对评价过程的干扰，

是学术共同体内部制度公平的底线，也是实现学术

自主精神与自律文化的前提与基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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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The Boundary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Academic 

System 
  LIU Hui  ZHANG Tian-tian  ZHANG Yan-fang

Abstract: Universities are facing the dilemma of the boundary between academic "excessive freedom" and 
academic "no freedom" while their academic productivi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utstanding. The academic 
excessive freedom in the form of academic anomie reflects the defects of academic system in strictly adhering to 
the outcome of academic ethics and standardizing academic behavior. The problem of academic "no freedom" in the 
form of excessive refinement and digital academic management reflects the defects of academic system in stimulating 
academic vitality and encouraging academic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which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versteps or even replaces value rationality, the negative effects derived from academic systems can only 
be weakened through institutional system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insights into the internal logic of academia, 
optimizing the university academic system from the dimensions of value, culture and tools to deal with and to prevent 
the possible irrational risks caused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s not only the salvation way of contemporary scholars, 
but also the way of sublimation of moder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y academic system; academic freedom; academic anomi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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